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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影响

曹　 巍１，黄　 麟１，∗，肖　 桐２，吴　 丹３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３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我国已建立了超过 ２７４０ 个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１４．８％。 本文以我国 ４４６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研

究对象，基于遥感信息提取、模型与方程估算、时空趋势分析，揭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不同区域生

态系统质量和关键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利用土地覆盖变化量化人类活动并进一步分析人类正面与负面活动对生态系统质量

和关键服务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土地覆盖变化表明存在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总体表现为保护区外较

保护区内剧烈，说明保护区对生态系统具有明显保护作用。 （２）农田开垦、居民点修建、工矿建设、能源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对

保护区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表现为草地、湿地开垦导致耕地、水库坑塘面积增加，城镇居民点与工矿建设用地扩张侵占草地。
（３）湿地面积净增加而林地、草地面积净减少，反映了湿地保护、退田还湖等措施的积极作用，然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局限于

部分保护区；（４）气候变化是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微弱上升、净初级生产力下降、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微弱增加、土壤保持量

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而人类活动仅在局部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为了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区体系的完善和保护作用的发挥，需
要统一保护区建设标准及其规范，完善保护区法律制度，积极开展相关基础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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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一种重要途径［１⁃２］，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一个有效指标［３⁃４］，
是最有效可行的一种就地保护手段［５］。 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地体系对未来人类福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

前，全球建立了自然保护地 ２０ 多万个，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１５．４％［６］。 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通过有

效和公平地管理、生态代表和连接良好的保护区体系及有效措施保护全球 １７％的陆地和 １０％的海洋［７］。 随

着保护区面积的不断增加，对保护区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８］。 然而，尽管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

进展，但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故而保护地覆盖面积增加和生物多样性负向发展趋势之间的差异，使得如何提

高保护地有效性再次成为焦点［９］。 对于保护地的有效性历来存在争议［１０⁃１２］，有研究通过对比相关指标在保

护区内、外的差异以评价保护区的有效性［１３⁃１５］，特别是亚马逊和刚果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热带雨林地

区［１６⁃１７］，这类指标比如森林减少速率或森林砍伐减少量［１，１８］等等。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因素［１９⁃２２］。 未来气候变化将改变重要物

种在纬度和高度上的分布范围［２３⁃２４］，减小保护区的有效范围［２５］，增加物种灭绝风险［２６⁃２７］。 因此，保护区及其

有效性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威胁，然而，威胁的程度是未知的。 城市化、森林砍伐、道路建设等减

少了保护区的有效规模，导致原生栖息地破碎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严重影响保护区的保护有效性［２８⁃２９］。 反

过来，保护区还对周边区域产生其他影响，比如维持传统生计、保持水热平衡、调节局地气候、防止森林火灾

等［１６］。 研究发现保护区外邻近地带成为人类活动的热点区域，即保护区被孤立从而产生溢出效应［１６，２９］。 针

对保护区溢出效应，巴西亚马逊地区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周边留出大量的森林作为“绿色壁垒” ［３０⁃３１］。
我国目前已建立自然保护区 ２７４０ 多个，总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１４．８％，保护了我国超过 ９０％的陆地

自然生态系统类型，约 ８９％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迹。 自然保护区的数

量、发展速度、面积均已经达到国际前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然而，对于我国建立的可能是一些“纸上公园”
的质疑也越来越多［１１⁃１２］。 采石、工矿建设、能源资源开发、违法无序旅游开发以及其他人工设施建设等已对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气候变化背景下，影响保护地功能发挥的驱动因素聚焦到人类活动。 已有

保护区研究多集中在单个保护区物种监测、生物多样性状况、栖息地变化及对周围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

等［３２⁃３４］，无法了解我国自然保护区网络的宏观状况。 范泽孟等［３５］、祝萍等［３６］、Ｘｕ［４］ 等在大时空尺度开展了

我国典型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生境状况变化的监测，然而缺少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影响的量化分析。
因此，开展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影响的量化分析，快速、科学评估存在问题，对于自然保

护区监管、自然保护区布局及保护重点调整，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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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信息提取、模型与方程估算、时间空间分析等方法获取生态

系统质量和关键服务的时空数据集，分析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与自然保护区不同区域生态系统近 １５ａ 的时空

变化特征，利用土地覆盖变化量化人类活动并进一步分析人类正面与负面活动对生态系统质量和关键服务的

影响。 本文拟解决以下两个主要问题：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如何变化？
２）人类活动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如何从正面和负面影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我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４６ 个（截至 ２０１５ 年），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６５．９％。 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划分为 ３ 大类别、９ 个类型［３７］，其中，自然生态系统类 ２９１ 个（包括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２０５ 个、草原与草甸生

态系统类型 ４ 个、荒漠生态系统类型 １３ 个、内陆湿地和水域系统类型 ５２ 个、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 １７
个）、野生生物类 １３５ 个（包括野生动物类型 １１６ 个、野生植物类型 １９ 个）、自然遗迹类 ２０ 个（包括地质遗迹

类型 １３ 个、古生物遗迹类型 ７ 个）。 本文以 ４４６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图 １），每个自然保

护区划分为核心区、试验区、缓冲区，同时设置自然保护区边界外 ０—５ ｋｍ 缓冲带、５—１０ ｋｍ 缓冲带、１０—２０
ｋｍ 缓冲带。

图 １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１．２　 遥感信息提取

土地覆盖及变化：研究区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土地覆盖及变化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数据库的全国土地利用本底与动态成分数据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 该数据集以陆地卫星 ＴＭ ／
ＥＴＭ＋遥感图像为信息源，结合环境小卫星、中巴资源卫星等影像数据，经过影像配准、精校正和拉伸处理后，
利用人工解译方法获得土地覆盖类型及其变化［３８］。 土地覆盖类型包括 ６ 个一级类型和 ２５ 个二级类型。 同

时，利用全国 １０％县数比例的野外调查资料开展质量检查和精度验证［３９］，土地覆盖一级类型的综合评价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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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９４．３％，二级类型达 ９１．２％［３８］。 本文将二级土地覆盖类型进一步划分为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库与坑

塘、城镇和居民点、工矿建设用地、沙地及其他未利用地等类型，以开展人类活动的量化。
植被覆盖度（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ＦＶＣ）：收集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ＭＯＤＩＳ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数据，该数据空间分辨率 １ｋｍ、时间分辨率 １６ ｄ，经过格式转换、
重投影、拼接、重采样和 Ｓ—Ｇ 滤波处理，采用最大合成法得到连续时间序列的半月 ＮＤＶＩ 数据。 依据像元二

分模型，一个像元的 ＮＤＶＩ 值由绿色植被部分与无植被覆盖部分共同贡献的信息组合而成，因此根据如下公

式利用 ＮＤＶＩ 计算半月尺度的植被覆盖度：

Ｆｃ ＝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ｓｏｉｌ
ＮＤＶＩｖｅｇ－ＮＤＶＩｓｏｉｌ

（１）

式中，Ｆｃ为植被覆盖度，ＮＤＶＩｖｅｇ是纯植被像元的 ＮＤＶＩ 值，ＮＤＶＩｓｏｉｌ是完全无植被覆盖像元的 ＮＤＶＩ 值，依据

１ｋｍ 栅格百分比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确定纯植被和完全无植被覆盖的像元。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ＰＰ）：植被年 ＮＰＰ 数据为美国蒙大拿大学发布的 ＭＯＤ１７Ａ３

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ｄａａｃ．ｕｓｇｓ．ｇｏｖ），空间分辨率为 １ｋｍ，时间分辨率为 １ ａ。 该产品基于 ＭＯＤＩＳ ／ ＴＥＲＲＡ 卫星遥感

数据，通过参考 ＢＩＯＭＥ—ＢＧＣ 模型模拟植被生理过程计算得到植被 ＮＰＰ 数据。 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ＳＡ）提供的年 ＮＰＰ 数据相比，消除了云对植被叶面积指数和

光合有效辐射值的影响，提高了数值精度。 通过数据格式转换、投影转换、空间拼接与裁切、有效值提取得到

研究区植被年 ＮＰＰ 数据。
１．３　 模型与方程估算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通过对比几种水源涵养量估算方法在量级与变化趋势上的差异，本文采用降水贮存

量法［４０］并改进了各项参数，估算研究区森林、草地和湿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表示为：

Ｑ＝Ｍ×Ｊ×Ｒ０ （２）
Ｊ＝ Ｊ０×Ｋ０ （３）

式中，Ｑ 为与裸地相比较，森林、草地和湿地生态系统涵养水分的增加量（ｍ３）；Ｍ 为生态系统面积（ｈｍ２）；Ｊ 为

产流降水量（ｍｍ）；Ｊ０为年均降水量（ｍｍ）；Ｋ０为产流降水量占降水总量的比例；Ｒ０为与裸地相比较，生态系统

减少径流的效益系数。 通过搜集已发表文献的实测降雨产流临界值，以临近国家气象台站实测日降水数据修

正同时期的 ＴＲＭＭ 逐日 ３ ｈ 降水量数据，累积单次降雨量大于降雨产流临界值的数值得到单点产流降雨量占

降雨总量的比例，再与多年平均河川径流系数建立线性关系，得到区域产流降雨量占降雨总量比例（Ｋ 值）的
空间分布。

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采用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ＵＳＬＥ）估算研究区

土壤水蚀模数（Ａ）。 土壤保持量为生态系统在极度退化状况下的土壤流失量与现实状况下土壤流失量的

差值。
Ａ＝ Ｒ×Ｋ×Ｌ×Ｓ×Ｃ×Ｐ （４）

Ｋ ＝ ２．１ × １０ －４ １２ － ＯＭ( ) Ｍ１．１４ ＋ ３．２５ Ｓｔ － ２( ) ＋ ２．５ Ｐ － ３( )[ ] ／ １００ × ０．１３１７ （５）

Ｌ ＝ λ
２２．１３

æ

è
ç

ö

ø
÷

β
１＋β

（６）

β ＝ （ ｓｉｎθ
０．０８９６

） ／ （３．０·ｓｉｎθ０．８ ＋ ０．５６） （７）

Ｓ ＝
１０．８ｓｉｎ（ ｓ） ＋ ０．０３， θ ＜ ９％
１６．８ｓｉｎ（ ｓ） － ０．５， ９ ≤ θ ≤ １８％
２１．９１ｓｉｎ（ ｓ） － ０．９６ θ ＞ １８％

ì

î

í

ïï

ï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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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１ ｆ ＝ ０

０．６５０８ － ０．３４３６ｌｇｆ ０ ＜ ｆ ≤ ７８．３％
０ ｆ ＞ ７８．３％

ì

î

í

ïï

ïï

（９）

式中，Ｒ 是降雨侵蚀力因子，Ｋ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Ｌ 是坡长因子，Ｓ 是坡度因子，Ｃ 是覆盖和管理因子，Ｐ 为水

土保持措施因子。 Ｒ 采用基于日降雨量资料的半月降雨侵蚀力模型［４１］ 来估算。 Ｋ 采用 Ｎｏｍｏ 图法计算，其
中，ＯＭ 为土壤有机质含量百分比（％），Ｍ 为土壤颗粒级配参数，即（粉粒＋极细砂）与粘粒百分比之积，Ｓｔ 为
土壤结构系数，Ｐ 为渗透等级，这些土壤属性数据来源于 １：１００ 万中国土壤数据库。 Ｌ 和 Ｓ 的估算基于

ＭｃＣｏｏｌ 等［４２］和刘宝元等［４３⁃４４］的方法，其中， λ 为坡长（ｍ），计算 Ｌ 时把生态系统类型边界、道路、河流、沟塘

湖泊等地表要素作为径流的阻隔因素，改进了传统算法中通过相邻栅格间的坡向以及坡度变化率确定坡长终

止点的方法，避免了坡长因子的高估。 Ｃ 根据蔡崇法［４５］的方法计算确定。
１．４　 时空趋势分析

人类活动时空变化特征分析：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年监测，我国自然保护区内存在不同程度的人类

活动，有的明显甚至剧烈，主要人类活动表现为农田开垦、居民点修建、采石、工矿建设、能源资源开发、违法无

序旅游开发以及其他人工设施建设等。 这些人类活动导致土地覆盖发生变化，因此本文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分

析研究区近 １５ａ 人类活动时空变化特征。 产生负面影响的人类活动表示为耕地、水库与坑塘、城镇和居民点、
工矿建设用地的增加，而产生正面影响的则表示为林地、草地、湿地的增加。

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指标：利用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评价研究区生态系统质量状况，以水源涵养、
土壤保持作为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标。 同时，采用最小二乘法分析植被覆盖度的年际变化趋势，计算公

式为：

ｓｌｏ ＝
ｎ × ∑

ｎ

ｉ ＝ １
ｉ × ＦＣ( ) － ∑

ｎ

ｉ ＝ １
ｉ∑

ｎ

ｉ ＝ １
ＦＣ

ｎ × ∑
ｎ

ｉ ＝ １
ｉ２ － （∑

ｎ

ｉ ＝ １
ｉ）

２
（１０）

式中，ｉ 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的年序号，某栅格像元的趋势线是这个像点的值用一元线性回归模拟出来的一个

总的变化趋势， ｓｌｏ 即这条趋势线的斜率，斜率为正，说明此像元在该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是增加，反之则是

减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林地、草地、湿地面积类型转换可以反映出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活动的正面影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表 １），林地面积净减少 １４５．８ ｋｍ２，其中，新增林地面积 ３９２．７ ｋｍ２，主要来源于退耕还

林和未利用地造林，分布在哈纳斯、黄河首曲、大别山、雪宝山、习水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等自然保护区，林地

减少 ５３８．５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太白山、荣成大天鹅、车八岭、辉河、塔里木胡杨等自然保护区；草地净减少 １５３１．５
ｋｍ２，其中新增草地面积 １０４８．３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乌兰坝、哈纳斯、会泽黑颈鹤、敦煌阳光、黄连山、锡林郭勒草

原、乌兰特梭梭林等自然保护区，草地减少 ２５７９．９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秦园、青海湖、阿尔金山、黄河首曲、盐池

湾、沙坡头等自然保护区；湿地净增加 ２８０．９９ ｋｍ２，其中新增湿地面积 １６１４．８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宽阔

水、阿鲁科尔沁、安徽清凉峰、九宫山、青龙河、赣江源等自然保护区，湿地减少 １３３３．８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内伶仃

岛—福田、湛江红树林、壶瓶山、盐池湾、三江源等自然保护区（图 ２）。
耕地、水库 ／坑塘、城镇 ／居民点、工矿建设用地的面积增加反映了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负面影响。 耕地面

积净增加了 ８９４．８ ｋｍ２，其中，新增耕地面积 １３１９．４ ｋｍ２，主要来源于草地和湿地开垦，分布在黄河首曲、盐池

湾、习水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荣成大天鹅、太白山等自然保护区，耕地减少 ４２４．５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哈纳斯、丹
霞山、南岳衡山、内蒙古贺兰山、波罗湖、白音敖包等自然保护区；水库 ／坑塘面积净增加了 ２９０．４ ｋｍ２，其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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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水库 ／坑塘 ３６８．０ ｋｍ２，主要来源于湿地开发，分布在盐池湾、黑茶山、丹霞山、董寨、秦园、松花江三湖、大明

山等自然保护区，水库 ／坑塘减少 ７７．７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八岔岛、古牛峰、塔里木胡杨、麻阳河、太子山、天宝岩

等自然保护区；城镇 ／居民点、工矿建设用地分别净增加了 ５１．３ ｋｍ２和 １６９．１ｋｍ２，其中，新增城镇 ／居民点主要

分布在内蒙古贺兰山、南岳衡山、秦园、东寨港、安南坝野骆驼、古牛峰、会泽黑颈鹤、花萼山等自然保护区，新
增工矿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波罗湖、宁夏罗山、内蒙古贺兰山、习水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黄河首曲、东寨港、
五峰后河等自然保护区（图 ２）。

表 １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转移矩阵（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２０１５ 年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水库坑塘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ｐｏｎｄ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城镇和
居民点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工矿建
设用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其他未
利用地
Ｏｔｈｅｒ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年 草地 ５２８８０６．０６ ２５３．０３ ７４２．９ ８３．５５ ４４０．３５ ２３．６１ ７５．５９ ９６０．８３

林地 １４３．５８ １０７０６８．２４ ２５．１９ １６．６８ ２９５．７５ ６．０６ ２５．２４ ２５．９９

湿地 ２６６．８６ １６．６１ ６５０００．０７ １３５．６５ ４６６．９４ ３．１ ２９ ４１５．６６

水库坑塘 ３．０５ ０．３１ ２２．４８ ５９４．０３ ４４．３５ ０．２２ ６．１６ １．０９

耕地 １３２．２５ ７４．４ ５４．４６ ９０．８ １４５３０．２２ ２８．３５ ３６．１９ ８．０８

城镇和居民点 ２．７２ ０．５７ ０．６７ １．９６ ４．８２ ７５０．１３ １．６８ ０．８６

工矿建设用地 ６．６ ０．０２ ０．１４ １２．９７ ２０．９１ ０．８５ ７０６．１ ０．４９

其他未利用地 ４９３．２６ ４７．８ ７６８．９７ ２６．４ ４６．２３ ２．４４ ３７．２１ ２２２８６９．９３

２．２　 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变化特征分析

图 ３ 可以看出，不同分区内的人类活动导致土地覆盖变化差异极大，总体表现为保护区外比保护区内的

土地覆盖变化剧烈。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覆盖变化远远低于保护区外，林地、湿地

增加而耕地减少，说明退耕还林等具有正面作用的人类活动效果显著，然而同时其工矿建设等负面人类活动

也有所增强，表现为工矿建设用地、城镇居民点面积有所增加。 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与缓冲区人类活动极少，然而实验区和保护区外的缓冲带耕地面积增加、草地面积减少，特别是 ５ ｋｍ
缓冲带，说明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有待加强保护力度。 荒漠生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地、沙地及其

他未利用地的面积大幅减少，耕地、水库坑塘、城镇居民点和工矿建设用地的面积皆增加，说明人类活动对生

态系统的负面作用较大，而湿地面积大幅增加，尤其是保护区外，说明干旱半干旱区明显地气候暖湿效应。 内

陆湿地和水域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林地和草地面积皆减少，耕地、水库坑塘、城镇居民点和工矿

建设用地的面积皆增加，特别是实验区和 ５ ｋｍ 缓冲带，说明该类型保护区有待加强保护力度。 海洋和海岸生

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草地减少，水库坑塘、工矿建设用地、耕地面积增加，特别是实验区和保

护区外的缓冲带，说明围海造地对该类型保护区的影响较大。 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耕地面积增

加而林地、草地面积减少，湿地面积在核心区和缓冲区有所增加，水库坑塘、城镇居民点和工矿建设用地的面

积增加仅出现在保护区外的缓冲带，说明对此类保护区产生影响的人类活动以开垦为主。 野生植物类型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类型和古生物遗迹类型，保护区内土地覆盖变化极少，保护区外的缓冲带草地减少、
工矿建设用地增加，说明保护成效较好。
２．３　 人类活动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各分区与保护区外的缓冲带植被覆盖度主要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

２０ ｋｍ 缓冲带，少部分区域表现为植被覆盖度下降（图 ４，表 ２）。 其中，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海洋和海岸

生态系统类型、野生动物类型的保护区，其核心区植被覆盖度上升趋势高于其他分区；荒漠生态系统类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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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变化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区的缓冲区上升最多，其他类型保护区内的植被覆盖度趋势则低于保护区外的缓冲带。 由此说明，人类活动

虽然影响土地覆盖变化，但是对植被覆盖度的影响不大。

７　 ４ 期 　 　 　 曹巍　 等：人类活动对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３　 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量化统计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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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与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表 ２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统计范围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核心区
Ｃｏｒｅ ｚｏｎｅ

试验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ｚｏｎｅ

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５ｋｍ 缓冲带
５ ｋｍ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ｔｒｉｐ

１０ｋｍ 缓冲带
１０ ｋｍ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ｔｒｉｐ

２０ｋｍ 缓冲带
２０ ｋｍ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ｔｒｉｐ

ＦＶＣ ／ ％ ＮＰＰ ＦＶＣ ／ ％ ＮＰＰ ＦＶＣ ／ ％ ＮＰＰ ＦＶＣ ／ ％ ＮＰＰ ＦＶＣ ／ ％ ＮＰＰ ＦＶＣ ／ ％ ＮＰＰ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０．０９ －０．５４ ０．０５ －０．９９ ０．０５ －０．９２ ０．０８ －０．８３ ０．１０ －０．７６ ０．１２ －０．５５

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ｄｏ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０．６５ ２．２６ ０．５１ １．７３ ０．５２ １．９４ ０．５９ ２．０７ ０．５６ １．９９ ０．５０ １．８８

荒漠生态系统类型
Ｄｅｓｅｒ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６

内陆湿地和水域系统类型
Ｉｎｌ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０

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０．３９ －０．７１ ０．２２ －０．２８ ０．３４ －０．４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４ ０．３２ ０．０４

野生动物类型
Ｗｉｌ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ｔｙｐｅ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２７

野生植物类型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４８ ０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３８ ０．１２ －０．４６ ０．１３ －０．５７

地质遗迹类型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ｙｐｅ ０．１２ －１．６３ ０．１４ －１．７１ ０．１９ －０．７５ ０．２１ －０．８３ ０．２６ －０．７０ ０．２７ －０．６７

古生物遗迹类型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ｅｓｔｉｇｅｓ ｔｙｐｅ ０．０３ －１．６５ －０．０３ －２．８８ －０．２０ －３．９８ ０．０４ －２．２１ ０．０７ －２．０１ ０．１３ －１．５２

全部 Ｔｏｔａｌ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１２
　 　 ＦＶＣ：植被覆盖度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ＮＰＰ：净初级生产力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近 １５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则主要表现为下降趋势，特别是 ５—１０ｋｍ 缓冲带（图 ４，
表 ２）。 其中，内陆湿地与水域系统类型、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的核心区，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和地质遗迹

类型的试验区，古生物遗迹类型的缓冲区，植被 ＮＰＰ 下降趋势最明显。 然而，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荒漠

生态系统类型和野生动物类型等保护区的 ＮＰＰ 则表现为增加趋势

２．４　 人类活动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与保护区外缓冲带的平均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呈现微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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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而保护区试验区和缓冲区呈现减少趋势（表 ３）。 其中，森林生态系统类型、野生植物类型保护区的生态

系统水源涵养量皆增加，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野生动物类型、地质遗迹类型多表现为增加；荒漠生态系

统类型、内陆湿地与水域系统类型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皆减少，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古生物遗

迹类型多表现为减少。
近 １５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分区和保护区外缓冲带的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皆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

（表 ３），特别是地质遗迹类型、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内陆湿地与水域系统类型保护区。 古生物遗迹类型保护区

则表现为下降趋势。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服务变化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表 ３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核心服务变化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ｋｅ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区域 核心服务
森林生态
系统类型

草原与草
甸生态系
统类型

荒漠生态
系统类型

内陆湿地
和水域系
统类型

海洋和海
岸生态系
统类型

野生动
物类型

野生植
物类型

地质遗
迹类型

古生物遗
迹类型

全部

核心区 水源涵养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０２

土壤保持 ０．５８ ０．２５ ０．０８ 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３３

试验区 水源涵养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０１

土壤保持 ０．５０ ０．３２ ０．０５ ０．３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１７ －０．５２ ０．１４

缓冲区 水源涵养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８６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２

土壤保持 ０．４４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２３ －０．０７ １．１８ －０．３６ ０．１３

５ ｋｍ 缓冲带 水源涵养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６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０４

土壤保持 ０．５４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１１ ０．７０ －０．３４ ０．２７

１０ ｋｍ 缓冲带 水源涵养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０２

土壤保持 ０．５７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１３ ０．４２ ０．２０ ０．９０ －０．３４ ０．３３

２０ ｋｍ 缓冲带 水源涵养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１

土壤保持 ０．６２ 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１７ ０．５２ ０．３０ ０．９８ －０．３４ ０．３９

３　 讨论与结论

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自然保护区不同区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质量和关键服

务的时空变化特征，量化了人类活动并分析了这些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正向和负向作用。 得到主要结论

如下：
（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明显的土地覆盖变化表明存在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总体表现为保护区外比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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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剧烈，说明自然保护区对生态系统具有明显保护作用。 湿地面积净增加 ２８１ ｋｍ２，林地、草地面积净减少

１４５．８ ｋｍ２和 １５３１．５ ｋｍ２，反映了湿地保护、退田还湖等措施的积极作用，然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局限于部分

保护区。 农田开垦、居民点修建、工矿建设、能源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草地

和湿地开垦导致耕地面积净增加 ８９４．８ ｋｍ２，湿地开发从而新增水库坑塘面积 ２９０．４ ｋｍ２，侵占草地为主的城

镇居民点与工矿建设用地扩张达到 ５１．３ ｋｍ２和 １６９．１ ｋｍ２。
（２）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覆盖变化远远低于保护区外，退耕还林等具有正面作

用而同时其工矿建设等也有所增强。 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核心区与缓冲区人类活动极少，然而实验区和

缓冲带耕地面积增加、草地面积减少，说明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有待加强保护力度。 荒漠生态系统类型的草

地、沙地及其他未利用地的面积大幅减少，而耕地、水库坑塘、城镇居民点和工矿建设用地的面积皆增加，说明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负面作用较大。 内陆湿地和水域系统类型的湿地、林地和草地面积皆减少，说明该类

型保护区有待加强保护力度。 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的围海造地影响较大。 野生动物类型的人类活动以

农田开垦为主，需要遏制。 野生植物类型、地质遗迹类型和古生物遗迹类型保护成效较好。
（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被覆盖度主要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海洋和海岸

生态系统类型、野生动物类型的保护区；植被 ＮＰＰ 主要表现为下降趋势，然而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荒漠

生态系统类型和野生动物类型等保护区的 ＮＰＰ 则表现为增加趋势；保护区核心区与缓冲带的平均生态系统

水源涵养量呈现微弱增加趋势，而试验区和缓冲区呈现减少趋势；生态系统土壤保持皆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加

趋势。
（４）气候变化是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微弱上升、净初级生产力下降、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微弱增加、土

壤保持量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仅在局部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虽然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与面积、发展速度均已经达到国际前列，但是现行管理体制以及相关法规制

度的缺失，使得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干扰不断，制约了保护区成效的发挥。 因此，为了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区体

系的完善和保护作用的发挥，需要统一保护区体系及其标准，完善自然保护区相关的法律制度，积极开展保护

区的基础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Ｒａｄｅｌｏｆｆ Ｖ Ｃ，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Ｓ Ｉ， Ｈａｗｂａｋｅｒ Ｔ Ｊ， Ｇｉｍｍｉ Ｕ， Ｐｉｄｇｅｏｎ Ａ Ｍ， Ｆｌａｔｈｅｒ Ｃ Ｈ， Ｈａｍｍｅｒ Ｒ Ｂ， Ｈｅｌｍｅｒｓ Ｄ Ｐ．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０， １０７

（２）： ９４０⁃９４５．

［ ２ ］ 　 Ｈｏｗａｒｄ Ｐ Ｃ，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Ｔ Ｒ Ｂ， Ｋｉｇｅｎｙｉ Ｆ Ｗ， Ｖｉｓｋａｎｉｃ Ｐ， Ｂａｌｔｚｅｒ Ｍ Ｃ，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Ｃ Ｊ， Ｌｗａｎｇａ Ｊ，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Ｒ Ａ， Ｍｕｐａｄａ 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ｓ： Ｕｇａｎｄ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１４（３）： ８５８⁃８７５．

［ ３ ］ 　 Ｃｈａｐｅ Ｓ，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Ｊ， Ｓｐａｌｄｉｎｇ Ｍ， Ｌｙｓｅｎｋｏ Ｉ．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５， ３６０（１４５４）： ４４３⁃４５５．

［ ４ ］ 　 Ｘｕ Ｗ Ｈ， Ｘｉａｏ Ｙ， Ｚｈａｎｇ Ｊ Ｊ， Ｙａｎｇ Ｗ， Ｚｈａｎｇ Ｌ， Ｈｕｌｌ Ｖ， Ｗａｎｇ Ｚ， Ｚｈｅｎｇ Ｈ， Ｌｉｕ Ｊ Ｇ， Ｐｏｌａｓｋｙ Ｓ， Ｊｉａｎｇ Ｌ， Ｘｉａｏ Ｙ， Ｓｈｉ Ｘ Ｗ， Ｒａｏ Ｅ Ｍ， Ｌｕ Ｆ，

Ｗａｎｇ Ｘ Ｋ， Ｄａｉｌｙ Ｇ Ｃ， Ｏｕｙａｎｇ Ｚ 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７， １１４（７）： １６０１⁃１６０６．

［ ５ ］ 　 Ｍａｉｏｒａｎｏ Ｌ， Ｆａｌｃｕｃｃｉ Ａ， Ｂｏｉｔａｎｉ Ｌ． 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８， ２７５（１６４０）： １２９７⁃１３０４．

［ ６ ］ 　 Ｊｕｆｆｅ⁃Ｂｉｇｎｏｌｉ Ｄ，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ＮＤ， Ｂ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Ｂｅｌｌｅ ＥＭＳ， ｄｅ Ｌｉｍａ ＭＧ， Ｄｅｇｕｉｇｎｅｔ Ｍ， Ｂｅｒｔｚｋｙ Ｂ， Ｍｉｌａｍ 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Ｌｏｐｅｚ Ｊ， Ｌｅｗｉｓ Ｅ， Ｅａｓｓｏｍ

Ａ， Ｗｉｃａｎｄｅｒ Ｓ， Ｇｅｌｄｍａｎｎ Ｊ， ｖａｎ Ｓｏｅｓｂｅｒｇｅｎ Ａ， Ａｒｎｅｌｌ ＡＰ，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Ｂ， Ｐａｒｋ Ｓ， Ｓｈｉ ＹＮ， Ｄａｎｋｓ ＦＳ， ＭａｃＳｈａｒｒｙ Ｂ，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ＥＰ⁃ＷＣＭＣ， ２０１４．

［ ７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Ｐ１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Ｘ ／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ＨＭ， ２０１２．

［ ８ ］ 　 Ｓｏｕｔｕｌｌｏ Ａ．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２４（２）： ３６２⁃３６３．

［ ９ ］ 　 Ｃｏａｄ Ｌ， Ｌｅｖｅｒｉｎｇｔｏｎ Ｆ， Ｋｎｉｇｈｔｓ Ｋ， Ｇｅｌｄｍａｎｎ Ｊ， Ｅａｓｓｏｍ Ａ， Ｋａｐｏｓ Ｖ，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Ｎ， ｄｅ Ｌｉｍａ Ｍ， Ｚａｍｏｒａ Ｃ， Ｃｕａｒｄｒｏｓ Ｉ， Ｎｏｌｔｅ Ｃ，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Ｎ Ｄ，

Ｈｏｃｋｉｎｇｓ Ｍ．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１１　 ４ 期 　 　 　 曹巍　 等：人类活动对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 ３７０（１６８１）： ２０１４０２８１．

［１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Ｄ， Ｇ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Ｐ Ｋ， Ｂｒａｄｂｕｒｙ Ｒ Ｂ， Ｒｏｙ Ｄ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ＢＪ， Ｂａｘｔｅｒ ＪＭ， Ｂｏｕｒｎ ＮＡ Ｄ， Ｃｒｉｃｋ ＨＱ Ｐ， Ｆｉｎｄｏｎ ＲＡ， Ｆｏｘ Ｒ， Ｈｏｄｇｓｏｎ ＪＡ，

Ｈｏｌｔ ＡＲ， Ｍｏｒｅｃｒｏｆｔ ＭＤ， Ｏ′Ｈａｎｌｏｎ ＮＪ， Ｏｌｉｖｅｒ ＴＨ， Ｐｅａｒｃｅ⁃Ｈｉｇｇｉｎｓ ＪＷ， Ｐｒｏｃｔｅｒ ＤＡ，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 Ｗａｌｋｅｒ ＫＪ， Ｗａｌｍｓｌｅｙ ＣＡ，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Ｊ， Ｈｉｌｌ Ｊ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ｎｇ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２， １０９

（３５）： １４０６３⁃１４０６８．

［１１］ 　 权佳， 欧阳志云， 徐卫华， 苗鸿．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方法的比较与应用．生物多样性， ２０１０， １８（１）： ９０⁃９９．

［１２］ 　 Ｌｉｕ Ｊ Ｇ， Ｏｕｙａｎｇ Ｚ Ｙ， Ｐｉｍｍ Ｓ Ｌ， Ｒａｖｅｎ Ｐ Ｈ， Ｗａｎｇ Ｘ Ｋ， Ｍｉａｏ Ｈ， Ｈａｎ Ｎ 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 ３００（５６２３）：

１２４０⁃１２４１．

［１３］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Ｐ Ｊ Ｃ， Ａｓｎｅｒ Ｇ Ｐ， Ｋｎａｐｐ Ｄ Ｅ， Ａｌｍｅｙｄａ Ａ， Ｇａｌｖáｎ⁃Ｇｉｌｄｅｍｅｉｓｔｅｒ Ｒ， Ｋｅｅｎｅ Ｓ， Ｒａｙｂｉｎ ＲＦ， Ｓｍｉｔｈ ＲＣ．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ａｍａｚ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３１７（５８４２）： １２３３⁃１２３６．

［１４］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Ｔｒｅｖｅｓ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Ｍ Ｂ， ＢｒａｎｄｏｎＫ．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５， ３０： ２１９⁃２５２．

［１５］ 　 Ｂｒｕｎｅｒ Ａ Ｇ， Ｇｕｌｌｉｓｏｎ Ｒ Ｅ， Ｒｉｃｅ Ｒ Ｅ， ｄａ Ｆｏｎｓｅｃａ Ｇ Ａ Ｂ．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 ２９１（５５０１）：

１２５⁃１２８．

［１６］ 　 Ｗａｌｋｅｒ Ｒ， Ｍｏｏｒｅ Ｎ Ｊ， Ａｒｉｍａ Ｅ， Ｐｅｒｚ Ｓ，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Ｃ， Ｃａｌｄａｓ Ｍ， Ｖｅｒｇａｒａ Ｄ， Ｂｏｈｒｅｒ 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ａｚ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９， １０６（２６）： １０５８２⁃１０５８６．

［１７］ 　 Ｊｏｐｐａ Ｌ Ｎ， Ｌｏａｒｉｅ Ｓ Ｒ， Ｐｉｍｍ Ｓ Ｌ．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８， １０５（１８）： ６６７３⁃６６７８．

［１８］ 　 Ｆｅｒｒａｒｏ Ｐ Ｊ， Ｈａｎａｕｅｒ Ｍ Ｍ， Ｓｉｍｓ Ｋ Ｒ 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１０８（３４）： １３９１３⁃１３９１８．

［１９］ 　 Ｔｉｔｅｕｘ Ｎ， Ｈｅｎｌｅ Ｋ， Ｍｉｈｏｕｂ Ｊ Ｂ， Ｒｅｇｏｓ Ａ， Ｇｅｉｊｚｅｎｄｏｒｆｆｅｒ ＩＲ， Ｃｒａｍｅｒ Ｗ， Ｖｅｒｂｕｒｇ ＰＨ， Ｂｒｏｔｏｎｓ 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２（７）： ２５０５⁃２５１５．

［２０］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Ｈ Ｍ， Ｎａｖａｒｒｏ Ｌ Ｍ，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Ｉ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ｂａｄ，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２， ３７： ２５⁃５０．

［２１］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 Ｍ， Ｆｏｄｅｎ Ｗ Ｂ， Ｖｉｓｃｏｎｔｉ Ｐ， ＷａｔｓｏｎＪ Ｅ Ｍ， Ｂｕｔｃｈａｒｔ Ｓ Ｈ Ｍ， Ｋｏｖａｃｓ Ｋ Ｍ， Ｓｃｈｅｆｆｅｒｓ Ｂ Ｒ， Ｈｏｌｅ Ｄ Ｇ， Ｍａｒｔｉｎ Ｔ Ｇ， Ａｋçａｋａｙａ Ｈ Ｒ， Ｃｏｒｌｅｔｔ

Ｒ Ｔ， Ｈｕｎｔｌｅｙ Ｂ， Ｂｉｃｋｆｏｒｄ Ｄ， Ｃａｒｒ Ｊ Ａ，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Ａ Ａ， Ｍｉｄｇｌｅｙ Ｇ Ｆ， Ｐｅａｒｃｅ⁃Ｋｅｌｌｙ Ｐ，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Ｒ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Ｓ Ｅ， Ｗｉｌｌｉｓ Ｓ Ｇ， Ｙｏｕｎｇ Ｂ，

Ｒｏｎｄｉｎｉｎｉ Ｃ．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５， ５（３）： ２１５⁃２２４．

［２２］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 Ｍ Ｄ， Ｃａｒｔｅｒ Ｓ Ｌ， Ｃｒｏｓｓ Ｍ Ｓ， Ｄｕｂｏｉｓ ＮＳ， Ｄｕｆｆｙ Ｊ Ｅ， Ｅｎｑｕｉｓｔ Ｃ， Ｇｒｉｆｆｉｓ Ｒ， Ｈｅｌｌｍａｎｎ ＪＪ， Ｌａｗｌｅｒ ＪＪ， Ｏ′Ｌｅａｒｙ Ｊ，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ＳＡ， Ｓｎｅｄｄｏｎ

Ｌ， Ｓｔｅｉｎ Ｂ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ＬＭ， ＴｕｒｎｅｒＷ．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１１（９）： ４６５⁃４７３．

［２３］ 　 Ｂａｒｂｅｔ⁃Ｍａｓｓｉｎ Ｍ， Ｊｅｔｚ 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ａｎ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ｒ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２１（８）： ２９１７⁃２９２８．

［２４］ 　 Ｍａｅｓ Ｄ， Ｔｉｔｅｕｘ Ｎ， Ｈｏｒｔａｌ Ｊ， Ａｎｓｅｌｉｎ Ａ， Ｄｅｃｌｅｅｒ Ｋ， Ｄｅ Ｋｎｉｊｆ Ｇ， Ｆｉｃｈｅｆｅｔ Ｖ， Ｌｕｏｔｏ 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ｎ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１４（５）： ４８５⁃４９８．

［２５］ 　 Ａｒａúｊｏ Ｍ Ｂ， Ａｌａｇａｄｏｒ Ｄ， Ｃａｂｅｚａ Ｍ， Ｎｏｇｕéｓ⁃Ｂｒａｖｏ Ｄ， Ｔｈｕｉｌｌｅｒ 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１，

１４（５）： ４８４⁃４９２．

［２６］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ＨＭ， Ｌｅａｄｌｅｙ ＰＷ， Ｐｒｏｅｎçａ Ｖ， Ａｌｋｅｍａｄｅ Ｒ， Ｓ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ｎ Ｊ Ｐ Ｗ，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Ｍａｎｊａｒｒéｓ Ｊ Ｆ， Ａｒａúｊｏ Ｍ Ｂ， Ｂａｌｖａｎｅｒａ Ｐ， Ｂｉｇｇｓ Ｒ， Ｃｈｅｕｎｇ

Ｗ Ｗ Ｌ， Ｃｈｉｎｉ Ｌ， Ｃｏｏｐｅｒ Ｈ Ｄ， Ｇｉｌｍａｎ Ｅ Ｌ， Ｇｕéｎｅｔｔｅ Ｓ， Ｈｕｒｔｔ Ｇ Ｃ，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Ｈ Ｐ， Ｍａｃｅ Ｇ Ｍ， Ｏｂｅｒｄｏｒｆｆ Ｔ， Ｒｅｖｅｎｇａ Ｃ，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Ｐ，

Ｓｃｈｏｌｅｓ Ｒ Ｊ， Ｓｕｍａｉｌａ Ｕ Ｒ， Ｗａｌｐｏｌｅ 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３３０（６０１０）： １４９６⁃１５０１．

［２７］ 　 Ｕｒｂａｎ Ｍ Ｃ．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３４８（６２３４）： ５７１⁃５７３．

［２８］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Ｒ Ｉ， Ｋａｒｅｉｖａ Ｐ， Ｆｏｒｍａｎ Ｒ Ｔ 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１４１（６）： １６９５⁃１７０３．

［２９］ 　 Ｆｏｌｅｙ Ｊ Ａ， ＤｅＦｒｉｅｓ Ｒ， Ａｓｎｅｒ Ｇ Ｐ， Ｂａｒｆｏｒｄ Ｃ， Ｂｏｎａｎ Ｇ，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ＳＲ， Ｃｈａｐｉｎ ＦＳ， Ｃｏｅ ＭＴ， Ｄａｉｌｙ ＧＣ， Ｇｉｂｂｓ ＨＫ， Ｈｅｌｋｏｗｓｋｉ ＪＨ，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Ｔ，

Ｈｏｗａｒｄ ＥＡ， Ｋｕｃｈａｒｉｋ ＣＪ， Ｍｏｎｆｒｅｄａ Ｃ， Ｐａｔｚ ＪＡ，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ＩＣ， Ｒａｍａｎｋｕｔｔｙ Ｎ， Ｓｎｙｄｅｒ Ｐ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３０９

（５７３４）： ５７０⁃５７４．

［３０］ 　 Ａｎｄａｍ Ｋ Ｓ， Ｆｅｒｒａｒｏ Ｐ Ｊ， Ｐｆａｆｆ Ａ， Ｓａｎｃｈｅｚ⁃Ａｚｏｆｅｉｆａ Ｇ Ａ， Ｒｏｂａｌｉｎｏ Ｊ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８， １０５（４２）： １６０８９⁃１６０９４．

［３１］ 　 Ｓｏａｒｅｓ⁃Ｆｉｌｈｏ Ｂ， Ｍｏｕｔｉｎｈｏ Ｐ， Ｎｅｐｓｔａｄ 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Ｈ， Ｇａｒｃｉａ Ｒ， Ｄｉｅｔｚｓｃｈ Ｌ， Ｍｅｒｒｙ Ｆ， Ｂｏｗｍａｎ Ｍ， Ｈｉｓｓａ Ｌ，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ｎｉ Ｒ， Ｍａｒｅｔｔｉ

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ａｍａｚ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２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０， １０７（２４）： １０８２１⁃１０８２６．

［３２］ 　 Ｌｉｕ Ｊ Ｇ， Ｌｉｎｄｅｒｍａｎ Ｍ， Ｏｕｙａｎｇ Ｚ Ｙ， Ａｎ Ｌ， Ｙａｎｇ Ｊ， Ｚｈａｎｇ Ｈ 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ｏｌｏ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ｆｏｒ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 ２９２（５５１４）： ９８⁃１０１．

［３３］ 　 Ｚｈａｎｇ Ｙ Ｌ， Ｈｕ Ｚ Ｊ， Ｑｉ Ｗ， Ｗｕ Ｘ， Ｂａｉ Ｗ Ｑ， Ｌｉ Ｌ Ｈ， Ｄｉｎｇ Ｍ Ｊ， Ｌｉｕ Ｌ Ｓ， Ｗａｎｇ Ｚ Ｆ， Ｚｈｅｎｇ 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６（１）： ２７⁃

４４．

［３４］ 　 郑姚闽， 张海英， 牛振国， 宫鹏． 中国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初步评估． 科学通报， ２０１２， ５７（４）： ２０７⁃２３０．

［３５］ 　 范泽孟， 张轩， 李婧， 岳天祥， 刘纪远， 孙晓芳， 香宝， 匡文慧．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类型转换趋势．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７（１２）：

１６２３⁃１６３３．

［３６］ 　 祝萍， 黄麟， 肖桐，王军邦． 中国典型自然保护区生境状况时空变化特征．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８， ７３（１）： ９２⁃１０３．

［３７］ 　 国家环境保护局， 国家技术监督局． ＧＢ ／ Ｔ １４５２９⁃１９９３ 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１９９３．

［３８］ 　 张增祥， 赵晓丽， 汪潇．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 北京： 星球地图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３９］ 　 刘纪远， 匡文慧， 张增祥， 徐新良， 秦元伟， 宁佳， 周万村， 张树文， 李仁东， 颜长珍， 吴世新， 史学正， 江南， 于东升， 潘贤章， 迟文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格局．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４， ６９（１）： ３⁃１４．

［４０］ 　 吴丹． 中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研究［Ｄ］． 北京：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１４．

［４１］ 　 章文波， 谢云， 刘宝元． 利用日雨量计算降雨侵蚀力的方法研究． 地理科学， ２００２， ２２（６）： ７０５⁃７１１．

［４２］ 　 ＭｃＣｏｏｌ Ｄ Ｋ， Ｂｒｏｗｎ Ｌ Ｃ， Ｆｏｓｔｅｒ Ｇ Ｒ， Ｍｕｔｃｈｌｅｒ Ｃ Ｋ， Ｍｅｙｅｒ Ｌ 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ｌｏｐｅ ｓｔｅｅｐｎｅｓ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ＡＥ， １９８７， ３０（５）： １３８７⁃１３９６．

［４３］ 　 Ｌｉｕ Ｂ Ｙ， Ｎｅａｒｉｎｇ Ｍ Ａ， Ｓｈｉ Ｐ Ｊ， Ｊｉａ Ｚ Ｗ． Ｓｌｏｐ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ｆｏｒ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ｓ．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０， ６４（５）：

１７５９⁃１７６３．

［４４］ 　 Ｌｉｕ Ｂ Ｙ， Ｎｅａｒｉｎｇ Ｍ Ａ， Ｒｉｓｓｅ Ｌ Ｍ． Ｓｌｏｐ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ｆｏｒ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ＡＥ， １９９４， ３７（６）： １８３５⁃１８４０．

［４５］ 　 蔡崇法， 丁树文， 史志华， 黄丽， 张光远． 应用 ＵＳＬＥ 模型与地理信息系统 ＩＤＲＩＳＩ 预测小流域土壤侵蚀量的研究． 水土保持学报， ２０００，

１４（２）： １９⁃２４．

３１　 ４ 期 　 　 　 曹巍　 等：人类活动对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影响 　


